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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情绪、应对效能对中、日大学生气质性乐观和生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方法：采用问卷法，调查了

493 名中日大学生。 结果：①中日大学生在气质性乐观倾向、生活满意度、应对效能及积极情绪各个维度上存在显著
差异；②生活满意度与乐观、积极情绪、应对效能正相关，与悲观倾向和消极情绪显著负相关；③应对效能和情绪类
型在中国大学生的乐观倾向和生活满意度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应对效能中的胜任力和认知水平，在悲观倾向和生活

满意度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认知水平、自信程度和情绪类型，在日本大学生乐观倾向和生活满意度间起部分中介作

用。 结论：中日大学生的情绪类型和应对效能在在气质性乐观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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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amine 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affects and coping efficaci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positional optimism and life satisfaction, and to examine 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univer-
sity students. Methods: 493 university Chinese and Japanese students were tested with questionnaires. Results: ①The re-
sults indic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psychological variables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students, showing bigger
effect size, Cohen’s d>0.5. ②Life satisfaction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optimistic orientation, positive affect and coping
efficacy, but negatively with pessimistic orientation and negative affect, respectively. ③Coping efficacies and affect styles
had part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ptimistic orienta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self-confidence degree and cogni-
tion level fully mediated related pessimistic orienta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Chinese students; self-confidence degree,
cognition level and affect styles part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ssimistic orientat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Japanese students. Conclusion: The models in which affects and coping efficacies affectivity mediate the link between life
satisfaction and dispositional optimism, show different paths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Key words】 Dispositional optimism； Life satisfaction； Affects； Coping efficacy； University student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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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观是积极心理学着重研究的心理特质之一，
而气质性乐观是乐观研究中得到最广泛认同和使用

的概念 [1，2]，其包括两个维度，即乐观和悲观倾向，是

个体对积极结果或消极结果的期望， 属于个体或积

极或消极的信念和认知评价[3]。 乐观、悲观倾向会影

响到个体的心理健康和适应性， 因其在自我调节模
式中起着类似情绪调节策略的作用 [4]，该作用通过
应对效能和情绪两种途径来实现。 应对效能 [5]是乐

观自身所具备的动力性效能特征， 是个体应对风格
的延伸和拓展， 也是自我效能在事件情境中的具体
表现。 应对效能可以使个体采取行动减少消极结果
发生的可能性，控制可能的威胁性事件，并对自我应

对环境或未来事件的能力进行主观评估 [6，7]。 乐观、
悲观倾向的自我调节功能， 也会通过积极情感和消
极情感的中介作用来达成 [8]。 Chang[9]进行的跨文化

研究中，就二者关系提出了具体的作用机制，即情绪
类型在气质性乐观和心理紊乱间起中介作用。
研究者在各个文化背景下研究了乐观、 悲观倾

向，但是涉及气质性乐观的文化变异性时，多数采用
了“个体主义文化”和“集体主义文化”东西方二分式
途径进行研究，认为在这两种文化背景下，气质性乐
观会存在显著差异。 有些研究者尝试用自我解释风
格来诠释其间的差异，如有研究[10]认为，无论是对消
极事件还是积极事件的预测， 西方被试都秉持乐观
倾向； 日本被试对消极事件预测表现出的是悲观倾
向；而中国大学生会表现出自我增强趋势，倾向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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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事件归因为能力等内部因素[11]。 但很少有研究
立足于所谓“同源”文化(中国和日本都属于“集体主
义文化”)，考察气质性乐观的文化差异性，及其与相
关中介变量和心理健康指标(如生活满意度)之间的
关系。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随机抽取 520名中日大学生被试， 有效问卷为

493份。 其中，中国大学生 304名：男生 193名，女生
111 名； 大一至大四被试分布分别为 106、88、61 和
49名； 社科人文类 128名， 理工 97名， 管理类 36
名，医学类 43 名，平均年龄为 21.37±1.19 岁。 日本
大学生 189名：男生 79名，女生 110名；大一至大四
被试分布分别为 62、42、38 和 47 名；社科人文类 89
名，理工 33 名，管理类 43 名，医学类 24 名，平均年
龄为 22.18±1.02岁。
1.2 工具
1.2.1 生活满意度量表 采用 Dinner[12]编制的“生
活满意度量表”，包括五个问题，采用李克特式七点
记分方法，得分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
1.2.2 气质性乐观问卷 采用生活取向测验 (Life
orientation test，LOT)[13]测量被试乐观、悲观两种气质
性乐观。
1.2.3 情感量表 采用 Bradburn[14]编制的“情感量
表”，量表包括积极情感、消极情感分量表，用以考察
个体过去一周的情绪、情感感受。
1.2.4 应对效能测验 采用童辉杰[5]编制的“大学生
应对效能问卷”，问卷包括 17 个项目，三个维度，分
别是自信程度、认知水平和胜任力知觉。
1.3 问卷使用说明
日本大学生使用的生活满意度、 气质性乐观问

卷 [2]和情感量表，均有本土化的日文版问卷，且三个

问卷结构均与原始问卷保持一致。 应对效能问卷是
国内编制较早的问卷之一， 问卷在日本大学生中使
用前，由专家对问卷进行了多次双向翻译和校对，之
后分批次共抽取了 311 名日本大学生进行了修订和
验证[15]：问卷同样包括三个维度，因素结构与原始问
卷保持一致，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 0.82。

2 结 果

2.1 中日大学生各项评定结果比较
表 1 结果表明，中日大学生在乐观、悲观倾向，

生活满意度及应对效能各个维度上均存在显著差

异， 在积极情绪上也存在显著差异。 进一步的统计
效果量 Cohen’s d检验表明，d值处于中等水平及以
上程度（d<0.2，效果量小；0.2<d<0.8，效果量中等；d>
0.8，效果量大）。

表 1 不同国别大学生各变量的差异检验(x±s)

注：*P<0.05，**P<0.01，***P<0.001， 下同； a: d>0.20，aa: d>0.50，aaa:
d>0.80

2.2 中日大学生气质性乐观、情绪、应对效能和生
活满意度的间的相关

相关结果表明，乐观倾向与积极情绪、应对效能
各个维度和生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 与消极情绪显
著负相关；悲观倾向与积极情绪、应对效能各维度和
生活满意度显著负相关，与消极情绪正相关。为排除
抽样污染，且变量均为连续变量，对相关系数进行了
Fisher’s Zr转换，计算了 ESZr 效果量 [16]，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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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日大学生气质性乐观、情绪、应对效能和生活满意度间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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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情绪、应对效能在乐观、悲观和生活满意度之
间的中介作用

中国大学生中介模型，拟合结果为：χ2/df=3.86，

GFI =0.96，AGFI =0.90，NFI =0.92，CFI =0.94，RFI =
0.92，TLI=0.96，RMSEA=0.07； 日本大学生拟合结果
为：χ2/df=3.56，GFI=0.94，AGFI=0.91，NFI=0.96，C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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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0，RFI=0.95，TLI=0.90，RMSEA=0.08。从直接效应
来看，中国大学生的乐观倾向、应对效能中的胜任力
和认知水平、情绪类型对生活满意度直接效应显著，
悲观倾向和自信程度直接效应不显著； 日本大学生
的悲观倾向、 积极和消极情绪对生活满意度直接效
应显著， 乐观倾向和应对效能各维度直接效应不显
著。 从间接效应来看，应对效能和情绪类型，在中国
大学生的乐观和满意度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应对效
能中的胜任力和认知水平， 在悲观和生活满意度间
起完全中介作用；认知水平、自信程度和情绪类型，
在日本大学生乐观倾向和生活满意度间起部分中介

作用。

图 1 中国大学生应对效能和情绪在乐观、
悲观和生活满意度间的中介模型

图 2 日本大学生应对效能和情绪在乐观、
悲观和生活满意度间的中介模型

3 讨 论

相关结果说明，乐观、悲观倾向与应对效能、情
绪类型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相关显著， 印证了当前多
数研究的结论， 良好的效果量进一步有效地说明了
相关变量间实质性的关系。 图 1和图 2所示的中介
模型首先验证了 Chang[9]的模型假设，即情绪类型在
乐观、悲观倾向与心理紊乱间起中介作用。 Suzanne
和 Sandra[17]利用迟发型超敏反应 (delayed-type hy-
persensitivity)皮肤测验实验的研究，从生理机制上
验证了情绪在乐观倾向和细胞介导免疫 (cell-medi-
ated immunity-CMI)间的调节作用。 乐观倾向会通过

不同类型情绪，尤其是积极情绪影响细胞免疫机能。
同时，研究结果也深化了 Chang[9]的模型，即应

对效能和情绪的中介作用发挥时， 以先后相继的形
式出现，乐观倾向首先影响的是个体的应对效能，并
通过应对效能影响情绪类型， 最终影响到个体的生
活满意度。事实上，研究者已经将效能机制纳入到了
乐观人格特征之中， 认为效能是乐观的动机机制之
一。童杰辉的研究也认为，应对效能比一般效能感更
能够实现领域关联性， 也能够克服一般效能感的概
化情境产生的适应性“折扣”效应，使个体能直面更
多的应激情境， 个体可基于已往的经验以及自己的
人格特质，评估自身的状况、情境的特点、可资利用
的各种资源， 评估采用积极的策略的可能性有多
大[3]。 因此，中日大学生都表现出类似的反应模式，
即应对效能与乐观、 悲观倾向会一起影响个体的情
绪反应，继而影响到个体生活满意度。
本研究显示，中日大学生乐观、悲观倾向上存在

显著差异，模型拟合结果说明，中日应对效能和情绪
在乐观、 悲观和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作用路径不
同，因此，即便在“同源”文化背景下，气质性乐观及
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路径也会存在差异， 而这种
差异不仅仅体现在东西方文化中 [9，10]。 有研究指出，
中国大学生在进行自我归因和他人归因条件时 [11]，

均表现出明显的自我增强趋势， 所以会表现得更为

乐观。而日本被试在评价消极未来事件时 [18]，易表现

出悲观倾向， 被试激活的是自我系统中自我批评或

自我谴责(self-criticism)，是与自我相关的负面信息，
日本被试认为自我批评表征的是一个建设性的过

程，可见，其悲观倾向有着深刻的文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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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占总人数的 57.35%），说明在复试中被试存在

防御机制和故意装好的倾向， 在 SCL-90 上伪装和
未伪装的两组存在显著差异， 伪装者健康状况明显

好于未伪装者，也好于全国常模。 因此，在类似甄选

的测试中其测试结果的解释是否要考虑考生的防御

机制是值得关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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